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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卖点
· 清代京籍学者众多，独具特色，自成一脉，但目前对清代京籍学者的学术特色及其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未给予相应的关注和认识，本书即为弥补此空白而努力

· 以清代京籍士人治学为线索，梳理了清初至嘉庆、道光之际北京学术发展的时代脉络和特色，反映了清代不同历史阶段下知识分子的内心关怀和精神状态
· 作为区域学术史研究，全书不仅在空间范围上具有“区域性”特色，而且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上也具有“微观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上，而且还表现在“地方性知识”的展现上。
◆ 读者定位
1、 史学研究者
2、 历史爱好者
· 作者简介
刘仲华，1973年生于新疆焉耆县，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1991至2001年，先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著有《清代诸子学研究》、《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等。
· 内容简介
本书以清代京籍士人治学为线索，梳理了清初至嘉庆、道光之际北京学术发展的时代脉络和特色。作为区域学术史研究，全书不仅在空间范围上具有“区域性”特色，而且在学术理论的探讨上也具有“微观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上，而且还表现在“地方性知识”的展现上。全书认为学术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内在学术理路，而且还明显地受到政治社会风气的影响，它甚至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更决定着未来社会发展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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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京籍学者众多，清初有孙承泽、张烈，康熙时期有王源、刘献廷，雍正至乾隆初年有黄叔琳、黄叔璥，乾嘉时期有朱筠、朱珪兄弟以及翁方纲、何国宗、雷学淇等人，嘉道时期则有朱锡庚、徐松、徐有壬等学者。清代京籍学人虽然不如江南地区那样大家辈出，群星璀璨，但也独具特色，自成一脉。 

首先，从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来看，研究这些人物，很有必要。以“区域”审视学术发展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源远流长，无论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乡贤”学术特征的总结，还是学案体中对学术师承的梳理，都具有“区域性”的视角。清学发展同样呈现出区域化的多样性，以考据学而言，就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别。此外，浙东学术、常州今文经学等，也大多是学术区域性特征的反映。相比于以上区域性学术流派的研究，目前对清代京籍学者的学术特色及其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和认识。 

“区域”视野下的“清代北京学术”到底该如何界定呢？是清代发生在“京师”区域内所有的学术活动，抑或仅仅是京籍学者的学术活动？由于北京在清代作为“首善之区”的特殊性，前者显然会包括官方学术活动以及所有曾经发生在北京的学术活动，这既包括京籍学者的治学，也包括大量非京籍学者在北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甚至还有不少旗籍学者的治学。毫无疑问，这是个有相当纵深的学术视野，绝非笔者所能驾驭。因此，本研究选择京籍学者这一单纯线索作为“区域”的界定标准，虽不尽合理，但便于把握。 

其次，学术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而京畿学术与清代政治社会生态的关系密切，京籍士人治学反映了清代不同历史阶段下知识分子的内心关怀和精神状态。这是我关注清代京籍士人学术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清初而言，无论是孙承泽还是王崇简，他们的治学和“出处”都围绕着反思明亡和社会秩序重建这两个问题。与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统一进程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反思王学的过程中走向了新的整合。在官方推动下，程朱理学再次被确定为庙堂之学，而且张烈、张能鳞等京籍理学士人在清初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乱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深入剖析这些“治世小官”，有助于理解清初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和意义。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深受明遗民学术影响的学风，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针对清政府的不合作倾向。践履此风者大多是功名不显的遗民子弟，其学术取向大多讲求致用，但结果往往是所学无用，身后凄凉。京籍的刘献廷和王源就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人物。就清初京籍学者的治学而言，无论是遗民还是降臣，都依然秉持着关怀“天下”的儒者经世意识。 

进入康熙中期以后，由于统治的逐步稳固和财力的增加，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倡导官办学术工程，加大对士人学风的培育和塑造；另一方面也通过文字狱，加大对反清思想和不合作者的打击力度，结果在体制规范和生存利益的疏导下，士人逐渐疏远了传统士人“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再加上诸如大兴朱氏兄弟、翁方纲等士大夫的以身作则与奖掖提倡，考据学蔚然成风，士人学术逐渐走向政府主导意识形态和学术风格的发展路径，正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尽管考据学试图通过“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方式构建自己的“道统”解释模式，但它毕竟不能像宋明理学那样，在为士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的同时，也为国家秩序建设和社会伦理的维护提供有效支撑。因此，乾嘉之际，考据学的流风余韵虽然仍旧强势，但在汉宋兼采的内在学术理路转变的驱动下，以及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的外在影响下，考据汉学也处在不知不觉的转变中，一味沉溺于音韵训诂的考据学已经不能餍足人心，而关注现实的义理追求已是大势所趋。朱筠之子朱锡庚“礼外无理”的学术探索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嘉道时期，在社会危机尤其是国家乃至民族危机的触动下，有识之士开始试图摆脱束缚，主张经世致用，甚至批判现实，士人治学又重新举起“内圣外王”的大旗，由此，道咸时期的学术开启了走出传统的转变过程。这一时期京籍学者徐松“睁眼看现实”的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尚未完全摆脱考据学的强大惯性，尚不具有“放眼看世界”的境界，但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毕竟为鸦片战争后的学风转变铺垫了基础。寄籍宛平的学者徐有壬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推动了道咸之际传统算学的一度兴盛，但无奈科学技术并没有成为时代变革的动力，其本人殉难于太平军战乱的结局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尚未到来。 

总之，清代京畿学术具有影响范围大、与时代变化关系密切、学术性格保守等显著特征。清初大儒孙奇逢曾经说：“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 

（清）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北学编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2册，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这句话一是说学术的兴衰关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二是学术的发展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后一个时代的变革能力完全取决于前人所播下的种子。清代北京学术发展明显地受到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生态的制约和影响，是每个历史阶段文化精神的一面镜子，更决定了当时乃至后续社会发展的应对能力。 

再次，京畿学术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独特面貌。突出的一点，就是京师学术平台为游学士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条件。“古者学莫不有师”，“师友者，学术所从出” 

（清）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三，《梁质人四十寿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389页。。如方苞，早年随宛平人高裔来到京师，从学数年。高裔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方苞很多照顾，而且在学业上有很多指导，对方苞的学术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交游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世人所知，扩大名声，这一点对于那些没有功名的士人尤其重要，所谓：“末学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砺，终不能有所成就。” 

（清）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一，《上魏环溪先生书》，见《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41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始游京师，合肥龚尚书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 

（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戴震游历北京之前“困于逆旅”，不为人所知，到北京以后，“获交于钱少詹大昕，称为天下奇才”。后来，“高邮王文肃公安国请君至家塾，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皆与之定交，从此海内知东原氏矣” 

《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85~86页。。 

京师作为辐辏之地，为不少学者扩大学术影响创造了条件。正如钱泳所言：“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206~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相反，如果作者交游不广，或者传承无序，其学术研究成果或者思想，就会长期湮没，无人问津，甚至最后失传。 

学术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因学术交游而不断传承、丰富与发展。如孙承泽作《五经翼》，朱彝尊作《经义考》，翁方纲又作《经义考补正》；孙承泽增订《北溪字义》，黄叔璥在此基础上作《广字义》；王士禛对黄叔琳、翁方纲等人的影响，翁方纲的肌理说、金石学以及汉宋兼采的主张对当时学风转移乃至后世学风的影响；黄叔璥作《国朝御史题名录》，后苏树蕃续补，瑞霖再补。诸如此类的学术传承和积累都与学术交游密不可分。 

京师丰富的学术资源，也是推动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顾炎武为获取有关《春秋》研究的几本著作，通过曹溶的介绍认识了孙承泽，成为孙氏的座上客，并于康熙六年（1667）入都之际，从孙承泽处借阅《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自称为“江左遗民”的谈迁，为修改、补充《国榷》，于顺治十年（1653）借为朱之锡作幕友的机会，用两年时间到北京搜集史料并访问前明遗老遗少。在北京，他首先认识了藏书家曹溶，后来又经曹溶介绍结识了吴伟业，谈迁不仅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万历实录、邸报等重要史料，而且也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到明末许多重要史事。此外，他还到处寻访明朝降官、贵族子弟、太监、官僚士绅等，以核对史书。朱之锡在为谈迁《北游录》所写的序中记述了谈迁到处踏勘、搜集材料的情形，他说：“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每登涉蹑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 

（清）谈迁：《北游录》，朱之锡序，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可以说，谈迁在朱之锡幕中的北游经历对于其《国榷》的最后完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京师频密的学术活动，也是京畿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清一代，北京的官办书局很多，并都能提供丰富的书籍文献，使进入各类史馆、纂修馆的学者能够目睹个人无法见到的文献档案，从而促进了学术发展。清初《明史》纂修馆就是清初南北学者交游的重要机缘。而且这一纂修工程持续近一个世纪，对学术大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明史》开馆之初，首先是征集史料，尤其是崇祯一朝的史料，众多曾经在崇祯朝做过官的人纷纷著书，或者将自家所藏文献档案呈送《明史》馆，以备纂修所用。清代京籍学者也受此影响，如孙承泽著《山书》，王世德著《崇祯遗录》等书，张烈著《王学质疑》、《史法质疑》等书。张烈、王源、刘献廷等人还都曾参与《明史》纂修。又如《全唐文》纂修馆，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他利用当时查阅图书资料的优越条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河南志》、《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此外，他还撰有《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 

清代京畿“区域”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既得益于以上有利的条件，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同样也受其制约和束缚，存在“大树底下无茂草，大块之间无美苗”的不利影响。京畿的这种学术环境，曾经让很多有追求的士人又爱又恨。清初的杨宾就发出过“少小畏京师，人情苦莫测” 

（清）杨宾：《晞发堂诗集》卷五，《留别顾景范》，见柯愈春整理：《杨宾集》，4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的感慨。戴名世一面批评京师达官贵人招摇声名、助长虚文应酬的浮躁风气，另一面却也不能超然物外，声称：“余卖文燕市，曾不值一钱，主人与之一锾两锾，计日佣赁而已，非以文章故而雔其值也。至于朋友宾客之来乞者，亦多有，亦非以文章可爱重故也。余非智不知此而自取贱役，盖家无担石之储，而居家则尤为乡人之所贱恶。” 

（清）戴名世：《燕市杂录》，引自［法］戴廷杰：《戴名世先生年谱》卷四，209~2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道光年间的沈垚同样如此，他治学强调经世，主张“欲为有用之学，于都中居为最宜”，对于游学京师非常向往。可等到他游历京师以后，却发现“都下惟利为最重，挟高赀入京师，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巨公亦鳞集云附。无此妙券，而但挟学以求，殆矣。‘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 

（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25册，461页。。尽管现实很残酷，打击不小，自己也很失望，但他依旧盘桓于京师，“久留不去”，根本原因还在于“寓食”京师不仅免于“饿死”，而且“古籍缤纷，足资搜讨” 

《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秋水》，456页。。 

最后，从“区域”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需要来看，梳理清代北京学术发展也很有必要。 

自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人开创并奠定清代学术史后，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往往围绕一些约定俗成的著名学者序列展开，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惠栋、钱大昕、戴震，再到阮元、俞樾、孙诒让等人，几乎成了著名学人的谱系图。这固然能很好地体现著名学人对当时学界以及整个清代学术的重要影响，但是往往忽视了对那些所谓“不重要”的学术人物的考察。过于关注少数学界精英的学术思想，却忽视了这些精英背后广泛的学术基础，即过于注重大传统，而忽视了小传统。 

“区域”学术史绝不是“整体”学术史的地方化表现或缩略本，而是反映学术发展复杂性的必由之路。 

从“区域”学术史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途径来看，它有助于展现学术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助于揭示学术发展的鲜活面目，可避免整体研究所导致的单一模式和僵化面目。清代学术无论哪个阶段都非固化的铁板一块，它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而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更关注学术在一定时空内生存与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即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生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另外，这一视角有助于关注“非主流”的学术人物。区域性的学术人物往往不是长期以来已形成共识的“著名学者”，而大多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普通士人，有些甚至根本算不上“学者”，但这些普通士人往往是当时学术常态和社会主流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历史的常态，而不是一叶障目式的以偏赅全。学术史的研究同样如此，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一系的大学者，固然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清学发展的高峰，但却远远不足以呈现清学的丰富和精彩。如同地图上长江、黄河的线条能够让人对这两条河流的走势一目了然，但却不能呈现三江源头的涓涓细流一路向东奔向大海的生动场面。同样，顾、黄、王等人固然是清初学者群中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最吸引人的几位，但他们并不是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全部。如果用他们代表清初学术的整体面貌，必定会掩盖更多的真实。因此，我们需要挖掘更多“被代表”甚至被忽视的学者的思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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